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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与 

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钟伟军1 

【摘 要】: 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和政府信任,也会影响

到反腐败的全面胜利｡ 浙江省的实证数据表明,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受到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基层公务人

员的印象及其民生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基层公务人员印象､ 民生满意度对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均呈现正向影响关

系,相比较而言,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同时,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信息

关注度均呈现出正向调节效应,尤其是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这种调节效应更为强烈｡ 为了进一步提升反腐败绩效公

众感知,需要加大对群众身边“微腐败”的惩治力度,积极改善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提升民生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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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与反腐败 

曾任世界银行行长金镛谈到,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号公敌｡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侵蚀党的执

政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

的领导和部署下,对腐败零容忍,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形成｡然而反腐败依然面临复杂的形势,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党中央和政府的事情,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公众都是反腐败斗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有时候成为反腐败

的中心环节｡中央的反腐败运动和相关制度需要公众全方位的支持､配合,并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公众对中央的反腐败绩

效保持灵敏的感知,让公众更加有信心地参与到反腐败的过程中,尤其是像落实“八项规定”等需要全体公众来监督的反腐败运

动,公众的参与更加重要｡公众是反腐败的重要依靠力量,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度以及对反腐败的信心度等

评估指标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关键性指标
[1]
｡有人提出了反腐败的“公众反应模型”(The Citizen Feedback Model,CFM) ,

通过公众反腐败参与和合作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心与信任
[2]
,从而构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紧密结合的立体式反腐体系｡ 

所谓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通常指的是公众对于反腐败所取得成效的一种主观看法或认知——这种反腐败成效不管是真实的

还是想象出来的
[3]
,是公众腐败感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公众腐败感知不代表腐败本身,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程度也不代表反腐败

取得的真实成效,但是了解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对于反腐败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并威胁

到所有社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打击腐败,并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比实际或察觉到的腐败程度更重要
[4]
｡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对于

严格的分析来说都是有用的数据,对于反腐败战略来说,都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对反腐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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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反腐败的支持度和参与度｡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往往是社会心理和情绪的一种体现,如果公众普遍认为腐败程度较高,反腐败效果不明显,这可能比腐败本身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影响,它会产生一种对某些机构和政府的“不信任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到政府的合法性
[5]
｡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的腐败

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公众腐败感知程度越高,其对本国或地区的政府和制度的信任就越低
[6]
,并对当

局反腐败的行为表现出怀疑和失望情绪,使得当局的反腐败难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其次,反腐败绩效感知可能影响到现实的腐败

行为,从而对反腐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当前的腐败水平,对公众来说,如果觉得腐

败程度较高､反腐败无力时往往可能产生一种行贿的心理暗示,可能会刺激行贿文化的产生｡当公众感觉腐败盛行并习以为常,并

认为腐败无所不在或无人不贪的时候,这会让其产生腐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是一种与官员交往的途径,是一种社会的潜

规则的想法,从而增强公众行贿的意愿,导致腐败的盛行,而这反过来又会强化公众原有的腐败感知,这种恶性循环对于本国的反

腐败来说无疑会更加困难重重
[7]
｡而如果公众感受到腐败现象和程度明显减少,对反腐败绩效产生较高的认同感,容易让公众更为

直观地感受到政府反腐的态度和决心,并对未来的反腐败充满信心｡ 

二､文献综述: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影响因素 

由于腐败行为具有负面性和隐蔽性特征,衡量真实的腐败或反腐败成效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鉴于腐败感知和腐败现

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国际相关机构和学者普遍使用腐败感知来衡量腐败行为｡例如,腐败感知是形成被广泛引用

的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CPI)和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控制腐败”数据的基础,并在

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被广泛使用｡衡量腐败感知,而不是腐败本身,能避开直接衡量腐败的内在困难,这也成为腐败研究中的一

个热点
[8]
｡反腐败绩效感知与腐败感知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甚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公众对反腐败绩效的评

价越高,其对政府的清廉感知也越高
[9]
｡在现有的研究中,单独研究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文献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都把其作为

公众腐败感知的内容来进行探讨｡总体上来说,可以把反腐败公众绩效感知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以下三个大的层面: 

一是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有研究表明,个人的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是其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成功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绩效的合法性
[10]
｡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腐败猖獗的环境中显著改善时,他们仍有可能将变化归因于有

效的腐败控制,从而对反腐败绩效持较高的评价｡相对于客观的经济福利状况,人们对自身经济福利的主观感知与其对政府的反

腐败绩效评价之间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11]
｡拥有收入和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人,以及主要依靠公共福利生存的人可能比那些拥

有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而倾向于放大腐败程度,对反腐败绩效也相对比较挑剔
[12]
｡除此之外,教育程度也是影响

公众对政府反腐败绩效评价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腐败感知方面相对比较敏感,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道德

和价值观的影响,对政府的反腐败行为具有更高的要求
[13]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反而越低

[14]
,2013 年中

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GSS)也印证了这一点
[15]
｡ 

二是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个人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受到本国或地区制度体系的影响,如信息体制,如果媒体比较开放,人们

能够获得各种腐败信息,就可能降低公众对反腐败绩效的评价
[16]
｡在一个制度体系不够健全且复杂的社会中,由于没有清晰的制

度体系以及刚性化的约束机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对腐败程度的观点可能会放大并不断强化
[17]
｡如果制度体系过

于复杂,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决策的结果往往体现的只是决策者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数的公共利益,这无疑会强化公众对政府

反腐败无力的想象｡如有研究表明,在罗马尼亚,公众对控制腐败无力的看法已经上升到使特定群体受益的系统性水平,这一变化

被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而支持资本主义制度
[18]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让公众感觉到腐败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可能增加了

大众对腐败的观感｡美国选举运动的学者们发现,政治竞赛是难以置信的肮脏——曝光腐败经常被用作破坏和诋毁政治对手的工

具,从而强化公众对政府腐败的印象
[19]
｡俄罗斯的政治研究也表明,在选举竞争越激烈的地区,公众认为腐败程度就越高,反腐败

绩效感知越低
[20]
｡尤其对于那些正处于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来说,例如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民

众的腐败感知
[21]
｡ 

三是传统文化与价值观｡除了外部的客观因素外,社会文化背景或个人道德价值观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削弱反腐败工作绩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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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22]
｡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对腐败本身的看法往往不尽相同,同样的行为,在一个国家被认为是腐败的表现,而在另一国家的人看来

并不这样认为
[23]
｡在一些地方,某些行为,例如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帮助朋友找到工作被认为不是很严重的腐败行为时候,人们

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感知低得令人吃惊
[24]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差异,导致人们呈现出不同的腐败容忍度｡一般而言,公众对

腐败行为的容忍度越低,就会在心理上越排斥腐败行为;相反,如果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越高,则更倾向于将腐败行为正常化

､合理化
[25]
,从而产生不同的反腐败绩效感知｡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较为浓厚的权威主义意识的人对反腐败绩效的满意度往往较高

[26]
｡ 

现有的关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文献在研究视角上总体上偏向于宏观性的结构因素,不管是经济社会地位､制度体系还是

传统文化与价值,不可否认这些都可能会对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公众的日常刺激,就普通公众来说,对于政府或官员的印象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其日常生活中的直接体

会,这种日常刺激可能投射到其对政府形象或政府绩效的想象之中,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三､分析框架:日常刺激与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 

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感知心理活动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也就是感觉和知觉,感觉是对刺激的觉察,知

觉是将感觉信息组成有意义的对象,在已存储知识经验的参与下把握刺激的意义
[27]
｡因此,个人的感知其实就是现实刺激和已储

存的知识经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感觉信息是具体的､特殊的,而知觉信息是较抽象的､一般的｡人们对周边实体的人､物和事件

的日常信息进行概念化并与原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在理解信息的过程中建构对某一事物自我的知觉
[28]
｡人们在接收外部信息的时

候,会形成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再接收或搜寻信息,再验证假设,从而对刺激做出解释,感知是以假设为纽带的现实信息与记

忆信息的再造过程｡日常信息刺激既可能强化也可能重建原有已储存的知识经验｡当现实信息刺激不断强化时,原有的与之相左

的知识经验就可能被重新建构,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因此,周围的现实信息刺激对于人们感知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人们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同样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人们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离不开现实的日常信息刺激,

由于反腐败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人们不可能置身于反腐败的现场,也就无法获得反腐败的直接的信息刺激｡普通民众对政府反腐

败绩效感知的刺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媒体报道以及口耳相传的间接信息,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官员所带来的

直接刺激｡身边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的现实刺激往往成为其对政府腐败绩效感知最直接的来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

与政府官员的接触､互动关系等经历是公众政府感知最重要的现实刺激｡这种直接的刺激与个人原有的关于反腐败的知识､期待

以及文化背景会对感觉信息的组织､识别产生影响,也会对来自媒体报道或其他来源的关于反腐败的信息产生影响,所储存的反

腐败知识经验与直接感觉刺激之间形成强化或重建效应,从而形成对反腐败绩效的知觉｡来自政府和官员的最直接的现实刺激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与之接触的官员的日常形象以及直接感受到的民生服务｡ 

1.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接触的是与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基层的一线公务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基层公务人员”
[29]
,

如警察､税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和行政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法律政策都需要通过他们直接面对普通公

众来实现｡研究表明,出于让自身工作更加便利和轻松的目的,这些直面民众的基层官员往往会运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

们的工作环境,对不同的对象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或面貌
[30]
｡这种不同的面貌或态度自然会让与之接触的普通民众留下对官员形象

的直接印记｡这种日常的印记在很大程度构建了人们对政府人员的日常声誉,而日常声誉一旦形成将会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很大的

影响
[31]
｡公众对反腐败的绩效感知往往是透过这些直接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改变得到

最为直观的感受｡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感知越好,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也就越高｡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印象会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4 

2.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政府对民众切身利益的影响有时候会左右他们对政府腐败的感知,有些研究表明,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带给选民潜在的现实利

益,他们往往会宽恕政治人物的腐败行为
[32]
｡相关研究证明,公众对自身物质条件变化的满意度与其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之

间存在着强烈的正向关系
[33]
｡对普通民众来说,民生服务和福利是其最为关切､最为直接和最为敏感的切身利益问题｡人们对政府

所提供服务的直接感受往往会在头脑中形成对政府印象较为强烈的刺激｡当民众感受到民生福利带来的切身生活品质提升或认

为被公正对待时,会提升自身对政府反腐败绩效认可度,相反,当官僚机构被指责为某些人分配了一项稀缺的福利,民众自身福利

受损,会强烈刺激公众对于政府腐败的感知
[34]
,从而降低他们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公众的民生服务满意度会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3.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对政府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 

与人们很难获得官员腐败的信息不一样,反腐败绩效方面的信息往往会通过媒体和各种途径广为报道,但是,一般公众对权

力机关的运作情况并不熟悉,反腐败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所难免
[9]
｡对于那些关注政府信息的人来说,大量的有关反腐败绩效的信

息会不断强化公众对于反腐效果的印象,对其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十八大以来有关党中央和各地的反腐败

方面的信息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反腐败制度建设､日常性的反腐败举措､反腐败的成果等信息都能在第一时间通过媒

体报道出来,反腐败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越关注政府信息,接收到的反腐败方面的信息就会越多,对反腐败绩效

的感知就可能越高｡然而,政府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强度受到现实生活中所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印象以及自

我所感知的政府民生服务的影响｡对于那些对基层公务人员或民生服务持积极评价的人来说,反腐败信息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的

刺激会更加强烈,而相反,对于那些对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形象或民生服务持负面评价的人来说,反腐败信息对公众的反腐败绩效

感知的刺激则会弱很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政府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有积极的影响｡ 

H3b:在反腐败绩效感知中,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政府信息关注度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H3c:在反腐败绩效感知中,民生满意度对政府信息关注度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四､数据与方法 

本数据来自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 2017 年 7-8 月期间针对全省 11个地级市所做民情民意的电话问卷调查,对近年来反腐败绩

效的评价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为了更好地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调查依照每个地级市的人口总量分配了 200~300个有效样本额度｡首

先确定每一地级市各区县所属号段,然后通过计算机对每个号段随机生成电话号码,并进行空号筛选,在每个号段的有效号码中

随机抽取若干进行拨打,直到完成预定的样本额度｡由于电话问卷调查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调查成功率相对比较低｡在整个电话问

卷调查中,用户拒访达 9904 个,中途结束 1398 个,无人接听 1023,甄别不通过 305 个,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2500 个｡ 

1.因变量: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测量在不同的研究中采取的具体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东亚晴雨表采用的是让被访者对政府反腐

败努力程度进行评价,也有的让被访者回答对政府反腐败成绩的满意度,或者直接让被访者评价政府反腐败工作是好还是坏｡在

本研究中,我们认为,反腐败绩效感知主要是与过去相比较而言对官员腐败状况变化的主观评价,因此通过让被访者回答“与过

去相比,您认为现在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减少了吗”来测量反腐绩效感知,依照程度,采用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对于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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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以均值取代｡ 

2.自变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民生满意度 

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主要从对官员办事的态度､办事过程和办事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态度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觉得

身边的党政干部工作态度是真诚的吗”的问题,过程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认为身边的党政干部能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吗”的问

题,结果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认为身边的党政干部办事公正吗”的问题｡三题都采取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信度分析显示,三

道题存在着较高的内部一致性(a=0.859)｡民生满意度主要通过“您对近年来政府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要民生问题上的工

作感到满意吗”题项进行测量,同样通过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人口特征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人口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年收入､年龄､性别､户籍｡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人口背景的各项特征,如年龄

､性别､居住地､年收入等均可能对公众的腐败感知产生影响｡本研究把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高中”､“大专与本科”

､“研究生以上”,分别赋值 1-4;年收入分为“5 万以下”､“5-10 万”､“10-15 万”和“20 万以上”,分别赋值 1-4;年龄分为

18-69 岁;性别,男设虚拟值为 1,女为 0;户籍,城市和农村分别设为 1和 0｡ 

五､实证检验与研究发现 

1.初步分析结果 

我们对浙江省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浙江省公众对反腐败的绩效评价非常高,在满分为4分

的评分中,样本平均得分达到了3.32,这与国家统计局2016年所做的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吻合
①
｡说明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的反腐败举措和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认可,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行为所产生的效果让普通民众有较为

深刻的感知｡我们把年龄､收入､学历､性别和户籍作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方差分析,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对年龄以20岁为距离分为

四类｡从表 1可以看出,通过事后多重比较,除了 40-59 岁年龄阶段的被访者比 18-39 岁年龄段的被访者在平均得分差异方面呈现

出显著性外,其他的人口背景变量在反腐败绩效感知方面均没有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而且几乎所有的评分标准差都介

于 0.85-1.00之间,也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性别和户籍的民众对于近年来反腐败的绩效感知总体上呈现较

为一致性的较高评价的特征｡ 

我们把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公众对身边官员是否真诚､是否民主

､是否公正的评价与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之间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0.361､0.397､0.402｡也就是

说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与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同时,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与民生满意度之间也呈现较

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达到了 0.337｡除了年龄表现出与反腐败绩效感知呈现弱相关性外,户籍､学历､收入与性别等人

口背景变量与公众的绩效感知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相关分析结果与本研究假设 H1 和 H2 的假设方向基本保持一致｡由于所有

的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 0.50(最高为 0.402),因此可以判断,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相关假设,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一共构建了 5个回归模型,模型一到模型四分别检验测量基层

公务人员印象的三个题项——公众认为身边官员的真诚度､民主度和公正度以及民生满意度各自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模型

五把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所有模型中的膨胀因子(VIF)均远远小于10(最大为2.447)｡5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调

整后的R2)在0.120-0.221之间,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大,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从回归列表3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人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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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中,除了年龄变量呈现出对反腐败绩效感知影响的显著性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但自变量无论是公众对基层公务人

员日常印象还是民生满意度都对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从模型五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官员的真诚度评价

每增加 1 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 0.09 个单位,对官员民主度的评价每增加 1 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 0.132 个单

位,对官员公正度评价每增加 1 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 0.180 个单位,民生满意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

加 0.159 个单位｡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H1 和 H2 得到验证｡ 

表 1 浙江省民众反腐败绩效感知的 ANOVA 分析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F 检验 事后比较 LSD 法 

18－39(A) 1441 3．28 ．879 ．023   

年龄 40－59(B) 839 3．38 ．849 ．029 3．514
*
 B>A 

60－69(C) 181 3．35 ．827 ．061   

5 万以下(A) 1170 3．30 ．875 ．026   

5－10 万(B) 948 3．35 ．852 ．028   

收入     1．139  

10－15 万(C) 196 3．34 ．829 ．059   

20 万以上(D) 98 3．23 1．003 ．101   

小学及以下(A) 130 3．35 ．888 ．078   

初高中(B) 933 3．26 ．892 ．029   

学历     2．246  

大专及本科(C) 1341 3．36 ．842 ．023   

研究生以上(D) 57 3．33 ．913 ．121   

男 1139 3．34 ．881 ．026   

性别     0．779  

女 1322 3．31 ．853 ．023   

农村 984 3．33 ．881 ．028   

户籍     0．172  

城市 1477 3．32 ．856 ．022   

 

M=3.32,*表示 P<0.05 

 

表 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N=25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户籍 1         

2 学历 .135
**
 1        

3 收入 .076
**
 .262

**
 1       

4 年龄 -.041
*
 -.418

**
 -.096

**
 1      

5 性别 .031 -.012 -.243
**
 -.139

**
 1     

6 官贵真诚度 .048
*
 .121

**
 -.069

**
 -.072

**
 .094

**
 1    

7 官员民主度 .030 .135
**
 -.049

*
 -057

**
 .082

**
 .666

**
 1   

8 官员公正度 .024 .117
**
 -068

**
 -077

**
 .052

*
 .640

**
 .692

**
 1  

9 民生满意度 -.051
*
 -.064

**
 -.080

**
 .062

**
 .023 .389

**
 .436

**
 .41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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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反腐败绩效感知 -.008 .034 .009 .045
*
 -.018 .361

**
 .397

**
 .402

**
 .337

**
 1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 3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公众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明显,但是相比较而言,公众对官员日常印象的评价对其

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似乎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就反腐败绩效感知而言,相比较物质利益的刺激,民众对日常所接触官员的形象

所带来的刺激更加敏感,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从模型一到模型四可以看出,不管是官员的真诚度､民主度还是公正度对反

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都要强于民生满意度｡就测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三个指标来看,在官员真诚度､民主度和公正度的评价中,

对官员是否公正的评价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民众对基层公务人员办事是否公正的感知会对其反腐败绩

效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刺激｡从理论上来说,反腐败绩效的最终体现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廉洁公正,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政府

机关和公共部门等法人单位奉公守法,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获取和运用无私且合法,司法､执法公正无私
[35]
｡对普通民众来说,

在缺乏其他直接信息刺激的情况下,在与官员日常接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官员办事公平公正印象往往是其腐败感知的直接依据,

也是判断反腐败绩效最为直观的依据｡ 

表 3 多元回归模型列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官员真诚度 0.370
***
(0.020)    0.090

***
(0.026) 

官员民主度  0.368
***
(0.018)   0.132

***
(0.027) 

官员公正度   0.402
***
(0.019)  0.180

***
(0.027) 

民生满意度    0.325
***
(0.018) 0.159

***
(0.020) 

户籍 -0.044(0.034) -0.032(0.034) -0.035(0.033) 0.004(0.034) -0.028(0.033) 

学历 0.032(0.030) 0.011(0.030) 0.021(0.030) 0.089
**
(0.030) 0.022(0.029) 

收入 0.027(0.023) 0.024(0.022) 0.042(0.022) 0.025(0.023) 0.045
*
(0.022) 

年龄 0.098
***
(0.030) 0.078

**
(0.029) 0.108

***
(0.029) 0.073

*
(0.030) 0.078

**
(0.028) 

性别 -0.052(0.035) -0.066(0.034) -0.036(0.034) -0.025(0.035) -0.063(0.034) 

Constant 1.955
***
(0.137) 2.111

***
(0.131) 1.866

***
(0.134) 1.986

***
(0.138) 1.444

***
(0.139) 

R 0.369 0.402 0.410 0.346 0.473 

R
2
（调整后） 0.136 0.161 0.168 0.120 0.221 

F 61.494
***
 75.058

***
 79.732

***
 54.210

***
 72.757

***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3.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我们把反腐败信息关注度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分

析模型中｡反腐败信息关注度通过“您经常关注政府的反腐败信息吗”题项来测量,同样采用李克特四点法赋值｡取测量基层公务

人员日常印象的三个题项的均值来衡量官员日常印象得分,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交互效应分析｡从表 4 中的“模型一”可以看

出,反腐败信息关注度的回归系数为 0.068,且通过了1%显著性的检验,也就是说反腐败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有正向影响,

本研究的 H3a 得到验证,但是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并不够强烈｡与反腐败信息相比较,公众

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以及涉及切身利益的民生感受等直接的现实刺激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更加重要,

尤其是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回归系数达到了 0.515｡也就是说,公众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每增加 1 个单位,其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

加 0.515 个单位｡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形象与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这种影响可以从表 4中的模型二到模型四的交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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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信息关注度的交互系数还是民生满意度与信息关注度

的交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 5%的显著水平检验,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均呈现了正向调节效应,二者增强了反腐败信

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本研究的 H3b 和 H3c 得到了验证｡ 

相比较而言,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反腐败信息关注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二者的交互项系数达到了 0.114,而民生满意度与反

腐败信息关注度之间的交互项系数只有 0.060｡随着公众对日常所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评价的提高,反腐败信息关注对于反

腐败绩效的正向效应得到较明显的增强｡模型一到模型三也反映了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具有较为明显的替代

效应｡反腐败信息关注度本身对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的积极影响较为有限,尽管公众可能经常关注反腐败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不

足以建构较高的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而如果间接的反腐败信息能够与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直接刺激有机结合,其对反腐败绩效

感知的积极影响则会大大增强｡相反,如果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所接触的官员有较好的印象,即使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不高也可

能产生较高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因此,如何树立基层公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对于形成较高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来说显

得更加重要｡就民生满意度来说,模型一､四､五表明,其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替代效应有限｡民生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公众

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的影响,仅仅提升公众的民生满意度难以获得较高的反腐败

绩效感知｡ 

表 4 信息关注度､官员日常印象､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感知的交互效应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信息关注度 0．068
***
（0．020） -0．113 （0．071） －0．153（0．072） －0．071（0．061） －0．082（0．062） 

官员日常印象 0．515
***
（0．034） 0．311

*
 
*
（0．106） 0．294

**
（0．108）   

民生满意度 0．173
***
（0．020）    0．119（0．061） 0．126

*
（0．062） 

信息关注度* 

官员日常印象 

信息关注度* 

民生满意度 

 0．104
*
 
*
（0．019） 0．114

**
（0．033） 

0．061
**
（0．019） 0．060

**
（0．020） 

户籍 －0．028（0．033）   －0．042（0．033）  0．007（0．034） 

学历 0．018（0．030）   －0．006（0．030）  0．069（0．030） 

收入 0．031（0．157）   0．021（0．022）  0．017（0．023） 

年龄 0．048（0．029）   0．058（0．030）  0．041（0．030） 

性别 －0．052（0．034）   －0．052（0．034）  －0．006（0．035） 

Constant 1．417
***
（0．142） 2．327

*
 
*
（0．227） 2．419

***
（0．257） 2．045

***
（0．076） 2．351（0．227） 

R
2
 0．210 0．188  0．190 0．130 0．133 

AR
2
  0．003

*
 
* 

0．004
**
 0．004

**
 0．003

**
 

F 75．765
***
 68．842 

*** 
67．049

***
 121．332

***
 45．685

***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民众关于反腐败感知的实证分析发现,民众反腐败绩效感知受到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的正

向影响,尤其是民众对所接触官员公正性方面的评价会对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影响｡公众政府信息关注度对于反腐败

绩效感知有正向关系,但如果信息关注度缺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以及民生满意度的调节效应,其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并不明

显｡相比较而言,在反腐败绩效感知评价中,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要明显强于民生满意度｡这些研究结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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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 

一是民众身边的“微腐败”从腐败行为本身来说,看起来似乎危害并不大,但却会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刺激,

吞噬反腐败绩效在普通民众心里的认同感｡从反腐败的效果上来看,严厉查处“关键少数”对于保持反腐败的威慑力､形成高压

的反腐败态势意义重大｡而“微腐败”尽管是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吃小喝､小贪小占等行为,但却直接影

响到政府及公务人员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形成民众对政府的“腐败想象”和反腐败绩效感知的直接依据｡坚决治理“微

腐败”,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36]
,对于增强民众对反腐绩效的感知和对反腐败工作

的信心､树立良好的政府信任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是反腐败成效报道并不足以让民众产生强烈的反腐绩效感知,提升民生服务质量和改善基层官员形象有利于增强反腐宣

传的效果｡反腐败工作成效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广为宣传,这对提升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远

离反腐败现场的普通民众来说,仅仅依靠报道宣传来提升公众反腐绩效感知是不够的,如果民众对政府和工作人员的切身感受无

法与这种宣传对应起来的话,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不太关注政府信息的人来说,尽管反腐败取得重大成绩,尽管相

关的报道非常多,但是来自自身的对周边官员和基层政府的直接印象往往成为其判断官员和政府是否廉洁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

度来说,提升关系到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服务质量,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官员形象会大大增强反腐败绩效宣传的效果｡ 

三是与提升民生服务满意度相比,改善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能够让民众获得反腐败效果更真切的感知｡强化公众在民生

方面的获得感,在民生方面做足､做实､做细,让民众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公正和幸福体验,对于树立政府的清廉形象

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效应｡但是,就提升民众反腐败绩效感知而言,转变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在日常工作中给民众留下良好

的印象似乎更加重要｡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要到基层深入了解群众

真实情况,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这对于在民众中树立良好的官员日常印象具有

重要的意义,能够让普通民众获得反腐败成效最为生活化的切身感受｡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于 2016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在 21 个省(区､市)开展了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2.9%的群众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参见《党心民心极大提振——2016 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报告》,《中国纪检

监察》,2017(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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